
我和彭士禄院士结缘于中国科协发起

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

自这项工作开始，至送别彭院士的那天，整

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

一个问题：彭院士为何能对国家和科研事

业如此奋不顾身，这股力量的源泉究竟是

什么？我也不断地从他的经历和留下的资

料中去寻找答案。

第一次见面
两件事情令他终生难忘

我和彭院士第一次见面是在2012年6

月30日。当天，我怀着敬畏和忐忑的心情

来到医院。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传奇人物

没有一点儿架子，他在回答问题时态度非

常亲切。他的目光神态、言辞语句，无不传

递着一片赤诚。

当时，彭院士已经记不清楚许多事情，

但每当我与他谈起两件事情时，他的眼睛

里总是闪烁着光芒。

第一件就是在童年时期给予他帮助的

百姓，他会反复说出他们的名字，如“王禅

妈妈”“山顶阿妈”，以及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护其周全的“潘舜贞姑妈”。

彭院士的童年充满苦难与危险。作为

革命烈士彭湃之子，他年幼时父母便已牺

牲。他自己也因身份特殊，在20世纪30年

代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第一次被

捕发生在1933年，年仅8岁的彭士禄因叛徒

出卖，与照顾他的“潘姑妈”一同被抓。在狱

中，潘姑妈遭受倒吊、灌辣椒水等酷刑，却始

终拒绝指认彭士禄的真实身份。彭院士曾

在自述中写道：“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

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

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

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虽姓

‘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向我讲述建设核

潜艇的故事时，总是滔滔不绝。彭院士表

示核潜艇是集体力量的一次大胜利，他并

不喜欢“核潜艇之父”这个称谓，认为自己

只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在特

殊时期，老虎都被赶下了山。只好猴子称

王，我也被抬上了总师的宝座。”这说明彭

院士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低调、踏实等品质

的坚守。

第二次见面
求学经历饱含爱国情怀

时隔 4 个月后，我与彭院士见了第二

面，有机会听他讲更多的故事。

如果第一次见面已经消解了我面对彭

院士时的紧张情绪，那么第二次见面则更

加深切地增加了我对彭院士由衷的敬重与

赞叹。

2012年10月17日，彭院士向我们讲述

了他的求学经历。1940年底，几经周折，15

岁的彭士禄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进

入中学学习。刚开始上课时，他根本就听

不懂，考试成绩也是全班倒数。这是因为，

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在那之前，他只断

断续续读过两年小学。但是，他有个“牛脾

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

为了提高成绩，整个班级里，每天清晨

起得最早的人是彭士禄，晚上睡得最晚的

还是他。当时条件艰苦，缺乏纸和笔，彭士

禄就拿树枝、木棍当作笔，拿泥土、沙土当

作纸，在地上写写画画，写满了用手一抹、

用脚一涂，接着再写。经过刻苦努力，彭士

禄终于在期末考试时名列前茅。

彭院士在 1944 年转入延安自然科学

院学习，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在

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倾听彭院士

一次次的回忆后，我仿佛能看到那个自幼

颠沛流离的孩子，在党组织的保护和关怀

下，终于不再担惊受怕，并且将全部心思扑

在了课本上。这朵炽烈的“小火苗”自那时

起已经在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储备知识。

彭士禄的爱国精神，深植于其颠沛流

离、革命群众冒死守护的童年，并在其日后

数次关键的人生抉择中，化为“祖国需要，

我便前行”的坚定行动。

1956年，在苏联学成毕业之际，陈赓大

将代表国家征询他是否愿意改学原子能专

业时，彭士禄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愿意，

只要祖国需要！”他随即转攻原子能动力，将

个人的专业方向完全融入国家最迫切的需

求之中。

第三次见面
为核动力事业保持无限忠诚

在第二次见面的一年后，我和彭院士

见了第三面，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如今回想，我仍然满怀心酸与遗憾。

2013 年 11 月 18 日是彭院士的 88 岁生

日。虽然身体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每

当谈到深爱的祖国、深爱的核动力事业时，

他总是强撑精神、满目含泪。

在核潜艇研制中，彭士禄以敢于决断

而闻名，被同事们称为“彭拍板”。他的拍

板并非凭感觉的冒险，而是建立在扎实的

数据计算和实验验证基础上。他常说：“不

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根据实验结果

我来签字，我负责！”在1970年核潜艇陆上

模式堆提升功率时，突发剧烈震动和轰鸣，

在场人员惊慌失措。彭士禄在众人主张停

堆或降功率时，力排众议，果断下令“提升

功率”。几秒钟后，共振现象消失，危机解

除。这次成功的决策，为团队积累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彭士禄曾坦言：“干对了是你

们的，干错了我负责。”这种担当精神极大

地鼓舞了团队士气，凝聚了集体智慧。

彭士禄的决策底气，来自对数据的极

致追求。他家中保存着数百本工作笔记，

分门别类、工整地记录着大量公式、图表和

经济数据。无论是对反应堆物理公式的推

导，还是对核电站上网电价的计算，他都坚

持亲手核算，确保每一个结论都有据可

依。即便年过花甲，他仍常常伏案至凌晨，

只为做到“心中有数”。

作为一名核工业人，彭院士对国家和

人民保持无限忠诚。他对自己没有一丝私

心，将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祖国的

建设中。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2021年3月28日

在北京送别彭院士的场景。天南海北的故

人和亲友，不远万里自发来送别彭院士，送

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中有人白发苍

苍，有人拄着拐杖，有人在翻看与彭院士的

合照，有人手里拿着勋章和老物件。大家围

坐在一起，分享与彭院士之间的点点滴滴。

这位 96 岁的核动力科学家度过了艰

难的风雨历程，他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对国

家和人民的感恩与奉献，对事业的执着与

追求，对工作的严谨与求实，将激励当代科

技工作者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

馆员、《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彭士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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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忙。

记得还在北京时，父亲平时和同事住在单位，周

末才回家。每逢周末，父亲和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哥哥

去公园划船、爬山，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夏天的

时候，父亲还会带我去母亲所在的北京化工学院游

泳。我会游泳就是父亲教的呢！

再后来，我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只听说他去了

四川。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母亲便带着我们来到四

川，本以为在山沟沟里就可以与父亲有更多的相聚时

光，没想到也很难见到他。

由于不适应四川的生活环境，我经常会生病，缺

了很多课，因此不会做除法题。有一天，父亲突然回

到家里拿东西，发现我在家中，便问我在做什么？我

告诉父亲，正在学习除法。父亲无暇顾及，拿了东西

就要走，走到门口却又回头说了一句：“你把乘法倒过

来算就是除法。”门很快关上，他又不见了。

1970年的一天，909基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

发试验基地）的大喇叭里广播，“请大家都到广场上去

开会”。我和小伙伴们也跑去看热闹。远远看去，发

现父亲在主席台上。由于很久没有见到他，我急匆匆

地跑到台上想跟他说几句话，他却催促我，“我们在开

会，你赶紧下去”。下台后，我顿时觉得有些委屈，眼

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们家从四川搬到湖北武汉后，母亲曾带我在广

东广州住了一段时间。返回武汉时，父亲到车站迎接

我们，还特意做了一顿美味的年糕汤。他趴在我耳

边，悄悄地说：“好吃的小秘密，就是要多放味精！”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60年，他从未告诉过我应

该怎么做，只是用行动影响我。

2017年，父亲获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当问到他有什

么打算时，父亲当即表示不要这笔奖金。“你不要给谁

呀？”我问他，父亲说给国家。“国家那么大，总得有个

地方吧？”我又问他，父亲说给组织。因此，在拿到奖

金的第一时间，我就帮他办理各种手续，将奖金捐献

给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他看到奖金支票时，还一

个劲儿地说：“给国家，给国家！”

捐完奖金之后，我开玩笑地向父亲说道：“老爸，

你获得了那么多奖金，那么多的钱，分给我点，多好

呀。”父亲却非常认真地说：“这个钱也不是我的，它是

国家的！”听到这里，我特别感动，觉得父亲和祖父一

样，他们心里想的是国家、是百姓、是“大我”，而不是

自家的“小我”。

父亲在住院期间，对于他的身后事特意嘱咐了三

点：一是不进ICU，不要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那样会

花费国家很多的钱财；二是后事要简办，不要给组织

添麻烦；三是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的一起撒入渤海

湾，不要占用国家的土地。

我曾经建议他把骨灰分成几部分，分别撒入渤海

湾、大亚湾、红海湾和秦山附近海域，但是他没有同

意，说那样太麻烦组织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撒

入渤海湾，那里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地方。就

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那片蔚蓝中永生！

（作者系彭士禄女儿）


